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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理性在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直接关系到网络治理的状况。对网络理性的既
有解释性研究主要从网络环境因素、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等视角展开，虽然视角多元，但难以解释网络理性在
网络空间中的分布差异性问题。对此，本文在认识论层次指出网络话语的真实生产场域是具体网络平台，在
方法论层次提出了一个基于平台结构维度的分析框架，按照功能类别将平台结构区位为平台性质、准入规则、
信息供给算法、话语表达和交流、后台监管方式等五个维度。通过对新浪微博和知乎的案例比较，发现上述维
度在塑造理性／非理性的话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分野出不同的平台文化。平台结构视角不仅能有效解释网络
理性的分布问题，同时也为网络治理提出了基于技术导向的新思路，是对网络治理体系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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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理性的建构问题
自从互联网兴起以来，它对于促进协商民主、
培育公共精神、增强治理绩效的价值就长期为学
界关注，网络公民社会的建构成为极具现实意义
的热点议题。根据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
亿，[1]表明网络已经成为国民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颇具代表性的公共领域。汤普森（Thomp-
son）认为网络将重构公共领域及权力的获取方式。[2]
传播学家麦克卢汉（Mcaluhan）则表示“信息意味
着更多的公共性，而公共性意味着民主”。[3](P235)然
而，网络公共领域的现实运作依然和理想存在差
距，其中最突出的是在文化层面上网络理性的建
构问题。网络公共理性是促进网络善治、提高对话
协商质量的重要一环，学界对此也进行了大量论
述。本文在梳理、反思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网络
平台结构的中观场域维度分析网络理性的形成，
建构一个可操作化的分析框架，通过案例比较的
方式论证平台结构对网络理性的影响，进而提出
对应的治理方略。
（一）现有文献回顾及其不足
从定义上看，理性是指人的判断、推理等活动
以及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网络理性可以分为形
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前者指言论形式是否符合社
会规范，而后者指观点是否体现了良好的判断推
理。[4]尽管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不过近十余年的光
景，但学界对网络理性的研究已汗牛充栋。通过文
献梳理，相关研究可区分为三个层次：规范性研
究、描述性研究以及解释性研究。
（1）规范性研究。规范性研究负责处理网络理
性的理论命题，其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于西方公共
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其中，阿伦特（Arendt）、哈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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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Habermas）构成了最核心的理论源泉。哈贝
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及他对于交往媒介例如报
纸、期刊、电视的强调为网络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
论支点，[5]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张亮认为，哈贝马
斯公共领域的普遍原则之一即为理性，要求在理
性批判的基础上形成公共舆论，为网络研究提供
了一个理想尺度。[6]不过，一些学者也批评“言必称
哈贝马斯”的现象，认为它导致了理论资源的狭
化。[7]
（2）描述性研究。描述性研究逐渐从价值建构
走向实证，特别关注近年网络非理性现象的崛起。
在此，勒庞（Le Bon）的“乌合之众”（the crowd）、诺
伊曼（Neumann）“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
lence）、“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 ①等概念都
为国内学者所借用，认为中国互联网同样面临着
上述问题的严峻挑战。例如严利华发现，网络虽然
促进了话语互动，但不得不面对情绪化和群体极
化的非理性事实。[8]龚晓洁则认为客观理性的不足
严重影响了话语协商民主的质量和实现前景。[9]由
于理性价值的缺失，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网络公共
领域尚处于不成熟的雏形阶段。[10]
（3）解释性研究。网络非理性现象的上升引起
了学者们进一步分析。按照视角不同，当下学界对
网络非理性现象的解释路径可归纳为网络环境因
素、社会因素以及个人因素。首先，强调网络环境
的学者们认为网络环境与现实环境存在本质区
别，网络的整体环境生态使得人们采取非理性行
为的成本降低。例如，有学者指出网络空间缺乏谣
言自治机制、传统媒体把关人作用的缺失是导致
非理性增长的重要变量。冯希莹则认为个性化的
“拟态环境”以及网络“碎片化”的信息获取方式滋
生了非理性话语。[11]国外也有学者证实，匿名性助
长了非理性言论的形成，对攻击性话语具有显著
影响。[12]其次，社会因素论认为非理性行为有其现
实基础。国内学者多认为网络非理性是对当代中
国社会转型期矛盾的反映，体现了反权威、反精英
的心理，正如董阳指出，网络极化伴随着社会结构
的断裂性，反映了现实社会的失衡状况和矛盾激
化。[13]最后，个人因素论认为非理性应当从个体的
社会身份、心理情绪、价值观念等角度理解。梁昕
认为网民非理性言论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他者歪曲
事实、破坏社会基本准则的愤怒，[14]另有学者指出
网民缺乏自律意识是非理性滋生的因素之一。[15]西
方近年则有学者发现，网络无礼行为与个人宗教
信仰程度存在关联。[16]热尔韦（Gervais）指出网民更
容易对与自己信念、价值观相异的群体采取过激
行为。[17]这些研究说明，网络理性的生成具有复杂
性，应被视为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上述讨论可见，在网络理性领域中，解释性
研究处于前沿且紧迫的位置，但亦是较为薄弱的
一环。学界关于网络理性的理论溯源、建构价值及
其现实困境基本无重大分歧甚至达成了诸多共
识，但在网络理性的分析上，尽管视角具有多元
性，仍然欠缺探讨理性或非理性产生的过程分析
以及系统性的整合分析框架。更重要的是，以往研
究忽略了对一个关键问题的探讨：即为何在不同
网络平台和社区之间，网民的非理性程度存在差
异？何以有的平台比其他平台用户显得更为情绪
化？在此，网络环境因素、社会因素以及个人因素
多聚焦于对网络普遍非理性现象的解释，而难以
解释攻击性、偏激性、炒作性等各种非理性行为在
网络空间中的非均质分布。刘大志和郁建兴通过
对“超大”论坛的个案探讨，发现严格规范的网站
管理、友好的氛围是塑造网民理性的原因之一。[18]
玛雅(Maia)也指出良好的网站规范有利于网民采
取互惠行为。[19]这种基于网络平台内部管理视角的
研究为网络理性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思路。但若
不停留于现象，网站规范和文化氛围并非自明，而
是本身就需要解释的变量：为何有的平台具有良
好规范而有的没有？何种管理机制有利于理性建
构？这意味着，网络理性的塑造存在一个更为复杂
和深层的机制，我们需要借助新的框架以回应这
种挑战。
（二）中观性的平台结构视角
基于上述回顾，本文试图重构结构在网络理
性领域中的重要性，以阐释其分布差异性问题。结
构一直是人类认识事物和现象的重要分析概念，
也成为社会科学解释的一种基本视角。按照洛佩
兹（Lopez）和斯科特（Scott）的观点，结构可以用来
描述任何复杂、有组织的整体的诸多部分如何被
组织为一个特殊模式或形式的安排，反映了事物
各要素间的联系。[20](P12)
由于网络兼具现实和虚拟的二元性，现实社
会结构和网络自身结构对于网络行为都体现出一
定解释效度。例如，前文的社会因素和网络环境因
素，实际上分别包含了对社会阶层关系以及虚拟
性、匿名性等互联网结构特征的分析。然而，以往
结构研究的缺陷在于它们立足于宏观性视角，而
忽视了结构的分层性，即结构存在宏观、中观、微
观等层次的区分，从而未深入分析网络话语产生
的具体场域即网络平台，缺乏对网络平台与网络
理性关系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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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网络平台结构对于理解网络理性
的产生至关重要，对此我们需要确立两点认识：首
先，需要破除网络空间整体性的魔咒。正如同现实
公共领域由各种场域组成，存在着多元化的社会
组织，需要分类予以探讨，网络公共领域也并非铁
板一块的整体，而是由各种应用app所搭建的、相
互隔阂的平台组成，如微博、微信、论坛等。这些平
台存在着不同的目标、规则和管理模式，凭借技术
建构的空间结构特征能对个体话语产生不同的激
励、引导和制约效果，产生不同的平台文化。因此，
网络话语的生产并不是在抽象网络空间，而是在
多元异质化的平台中完成的。对网络空间不加反
思地使用，极易模糊掉网络空间内部存在不同类
型的亚空间这一基本事实。由此观之，在使用匿名
性、商业化等术语描述网络公共领域时需要慎重，
它们并不绝对、均等地对所有平台适用。
其次，网络平台的结构特征并非价值中立，它
对于网络话语存在影响。罗宾斯（Robbins）和韦伯
斯特（Webster）指出，技术对政治并非无涉，相反技
术总是与特定社会价值相关联，技术是社会关系
的产物。[21](P4)依照这种见解，由技术所搭建的网络
平台结构在为网民提供资源和媒介的同时，也塑
造着网络道德规范。例如，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了匿
名性对网络非理性的促进作用，甚至在政策上倡
导网络实名制。[22]然而，对网络结构与理性的关系
探讨尚未摆脱网络环境论的约束，局限于匿名性、
虚拟性、互动性等宏观层次（以现实社会为对照），
未以平台为单位揭示更为详细的特征。但是，不同
的平台结构会对理性交往产生一定影响。例如，在
许多平台中被“合法化”使用的表情包符号，实际
上提供了一种情绪化表达的资源，在竞争机制下，
理性对话就逐渐被边缘化了。
因此，深化网络理性研究需要对网络空间进
行整体性的“解构”，从宏观结构转向以平台空间
为对象的中观结构进行分析。由此，综合学界对网
络理性的既有研究，本文将网络理性话语的影响
因素区分为以下三个层次四种路径（见图1）：（1）
宏观层次的社会因素。包括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矛
盾、贫富差距、公平正义问题等等，它们被视为非
理性话语产生的社会根源。（2）宏观层次的网络环
境因素。包括匿名性、主体平等性等网络一般特征
以及政府对网络领域的总体法规管制。（3）中观层
次的平台环境因素，指平台自身所体现出的结构
特征对话语的影响。（4）微观层次的个人因素。包
括网民个人的价值观、心理道德、受教育程度等
等。其中，平台是网络话语生产的真实场域，匿名
性等网络整体特征需要置于特定平台下具体分
析。因此，最终理性（或非理性）话语的输出，应被
视为社会因素、网络环境因素、平台结构因素以及
个体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过，本文的目的主要
在于论证平台结构因素和网络理性的关联，而不
是针对所有影响因素提出一个统合性的理论框架。
图1 网络理性影响因素的层次区分
来源：作者自制。
那么，平台结构到底由哪些部分构成呢？吉登
斯指出，结构具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反映事物关系
的模式形态或生成框架，而另一种则是隐藏的、左
右模式的转换规则。[23](P78- 79)前者可称之为表象型结
构，而后者则是本质型结构。在此，平台结构是平
台资源和规则等要素的集合，具有组织化和相对
稳定性等特点。按照结构功能分化的差异，笔者立
足于平台的价值性质、用户主体、信息供给、话语
互动、话语监管等五个可能对理性产生影响的维
度，将平台结构区分为以下五个部分，形成一个分
析框架（见图2）。此框架在逻辑上应被视为普遍适
用的，即并非某一网络平台所特有，而内嵌于所有
网络平台之中。这些结构要素相互连接协调，形成
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搭建了网络话语生产的具体
环境。
（1）平台性质。它相当于平台的本质型结构。
作为设计者意志的体现，任何网络平台的生产都
带有一定目的性，进而规定了平台的本质。在具有
性质之后，平台的其它部分才能通过技术有机地
组合建构。因此，平台性质处于平台结构要素中的
核心位置，对于其他要素的产生具有总领和指导性。
（2）平台准入规则。它承担着对用户主体的选
择功能。即平台按照何种规则吸纳和接收网民，通
过准入规则，个体同时拥有了网民和平台用户两
种身份，获得了正式进入网络平台的会员资格。
（3）信息供给算法。它承担着平台的信息供给
功能。任何平台都需要为用户提供信息，但对信息
的筛选依据一定算法规则。信息供给算法关注平
台按照何种策略、原则提供息给用户。对于平台而
言，有效的信息供给有利于培养用户对该平台的
输入层 输出层宏观层次
社会因素：转型期矛盾、贫富差距等
宏观层次
网络环境因素：匿名性、平等性等结构牲及网络法规
中观层次
平台环境因素：结构特征
微观层次
个人因素：价值观念、道德意识、受教育程度等
理性话语（非理性话语）
话语生产
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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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和忠诚感。
（4）话语表达和交流结构。它承担着平台的话
语互动功能。网络平台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即为用
户提供相互联系和对话的媒介。因此，它必须提供
相应资源、设置规则以建构一个稳定秩序，确保大
量互动能够自发实现。话语表达和沟通结构关注
的即是用户在互动过程中是如何被平台组织化、
产生关系的，以及以何种方式进行对话。例如，微
信中的话语交流需要以“添加好友”这一机制为前
提，而微博则缺乏这一机制。同时，话语交流结构
也包括如何组织意见领袖和普通网民的互动关系。
（5）后台监管方式。它承担着平台的话语监管
功能。用户话语产生之后，平台会按照算法或者人
工审核的方式对其进行监管，使之符合社区规则，
从而呈现最终的话语。后台监管方式关注的是平
台依照何种标准管制和处理话语信息。
图2 基于中观层次的研究策略
来源：作者自制。
从结构视角考察公共文化，本文并非首次。波
兹曼（Bozeman）很早就指出媒介模式会偏好某些
特殊内容，并最终控制文化。“电视无法表述政治
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它是与政治哲学水火不容
的”。[24](P9)然而，我们尚不清楚网络平台究竟是如何
塑造理性价值和文化的。通常来说，我们认为网民
活动具有自主性。但借助结构视角，网民意志并非
绝对自由而是有条件的。话语是在特定平台空间
中生产的，依赖于空间所提供的资源和规则，它们
应被视为个体意志与平台结构所建构的虚拟环境
互动的结果。在实践层次，结构对主体意识具有一
定制约和引导作用，主体意识也会对结构进行反
思和适应。两者的结合所产生了理性（或非理性）
的不同话语和网络文化。在后文中，笔者将以新浪
微博（以下简称“微博”）和知乎为例，通过比较研
究的方法，阐述各结构要素与网络理性的关系。
二、平台案例描述：微博与知乎
在平台选择对象上，笔者选择微博和知乎作
为比较。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微博和知乎
是当下最具代表性的网络公共领域的“实验田”，
注册人数破亿，相比于论坛、网络社区等，更具公
共性和研究价值。同时，用户数量的庞大也能尽量
抵消个人因素的影响，控制社会因素、网络环境因
素、个体因素等其他变量对网络理性的作用。第
二，在公共讨论中，两者的理性文化程度客观上存
在一定差异。相较而言，知乎比微博具有更为理性
的协商情境。因此，其他变量的相似、结果上的差
异使得两者具有极佳的对比研究意义。
（一）微博平台的理性图景
截至2017年底，新浪微博月活跃用户增至3.92
亿，日活跃用户也增长到1.72亿。[25]作为国内最大
的虚拟公共交流平台，微博为网民言论的自由表
达、关心时政、民主监督提供了重要媒介，其热门
议题逐渐成为政府认知社会舆论风向的关键窗
口，这些价值无疑值得肯定。然而，在取得诸多成
就的背后，若想培育健全的网络公民精神，微博的
平台治理依然需要克服诸多现实挑战，其中理性
文化的难以建构成为困扰微博进一步提高其公共
交往质量的关键因素。
首先，微博中的理性精英起到的引领和规范
作用有限。微博不仅为普通公众提供了交流机会，
也把不同社会阶层和职业圈层的人聚合在一起。
高校知识分子、律师等社会精英以及政府机构纷
纷实名开通新浪微博。作为公众人士或公共机构，
这些用户自律意识较高，情绪化言论较少。然而，
理性精英虽然有利于扩散议题，塑造舆论场域，但
对网民公共话语的引导存在着局限性。专业人士
难以把自己的知识、见解有效传达给公众，相反，
网络民粹主义、情绪化言论则较易获得用户支持。
有学者通过对微博话语的实证研究发现，微博网
民的态度理性总体呈微弱状态。[26]因此，尽管微博
精英观点具有洞察性，但微博用户对理性观点较
为缺乏鉴赏能力，更依赖于情绪判断。
其次，微博公共讨论中的群体极化现象严重。
在多元化背景下，观点的差异性以及价值观的不
同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处理观点对立时，很多微博
用户并未按照理论家所设想的平等、宽容、辩论的
方式进行，而是“选边站”以打击不同意见者。这意
味着主体立场具有一定固化性。群体极化通常具
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双方力量均衡时，群体之间的
互相谴责和攻击，例如娱乐圈事件中微博粉丝的
“互掐”现象。另一种是多数人对于少数人的舆论
攻击和压制，以道德失范事件为代表。而在道德谴
责和道德暴力之间，微博舆论虽然一方面有效捍
卫了主流价值观，但另一方面它通常很难维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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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理想的平衡点。例如，在王宝强离婚事件和江歌
遇害案中，道德谴责虽然体现了对社会规范和秩
序的维护，具有正面意义，但经常伴随着对当事人
乃至其家人正当隐私的过度侵犯，不利于健康公
民精神的培育。
最后，微博中存在的非理性形式众多。除了人
身攻击、谩骂、嘲讽等情绪化言论外，造谣、传谣、
人肉搜索、雇佣水军也成为微博舆论场域中常见
的非理性现象。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政府于2013年
出台了对网络信息诽谤的管制法规，但谣言治理
很大程度停留于重大公共利益和紧迫性的焦点性
事件。而在大量私人道德事件中，对个人的舆论造
谣和攻击现象并未根除。受到雇佣的微博水军依
然活跃，他们一方面损害个人声誉，带动舆论节
奏，另一方面又通过商业炒作对个体进行包装，导
致了微博信息的失真性。
可见，微博公共空间的特征体现出多维性，尽
管它有力保障了公众话语权，但在形式理性和实
质理性的建构上存在一定失衡。在微博空间中，民
主和民粹、理性和非理性、规范与失序、真实与虚
构交织并存，这意味着微博的现实理性图景不容
乐观。
（二）知乎平台的理性图景
知乎平台成立于2011年，最初是一个供IT界
人士交流的虚拟社区，但在2013年开放注册后，用
户量急剧上升，现已破亿。和微博类似，知乎也具
有用户量多、议题综合多元的特点，但知乎体现出
较为理性的交往氛围。
首先，知乎讨论具有较强深度和专业性。知乎
多以提问开启讨论，这种方式使得相关领域的专
业人士或擅长此问题者容易介入，形成求知者之
间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提高公众的认知素养。以
江歌案为例，尽管有人对江歌母亲的动机产生质
疑甚至厌恶，但回答者来自不同学科专业，从道德
人性、法学、心理学、精神分析甚至公关策略的多
元维度详细分析了江歌遇害，同时也有许多答主
对如何防范类似悲剧提出了建议，使得知乎用户
经受了一场知性洗涤。在此，知乎的回答通常各具
价值而不是同义反复，推动了讨论过程走向深刻。
其次，知乎极化言论罕见，价值判断立基于理
性论证。尽管知乎用户也存在分歧，但讨论多维持
在说理形式之内，尊重对方的发言和表达权利。知
乎中获得感谢、回答靠前的答案通常并非情绪化
表态而是理性论证。陈述事实、引用数据、经验陈
述构成了知乎的常见讨论方式，而非仅仅强调立
场差异。有学者抽样研究发现，知乎中67%的用户
认为遵守公共说理非常有必要。[27]在这种情况下，
知乎逐渐形成了以“知乎体”为代表的交流惯习。
知乎体的用语特征表现出礼貌、愿意对话等态度，
体现出主体对其他答案的包容性。例如，知乎体多
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如何评
价×××事件”为标题，这种表述方式避免了答案
的绝对性，鼓励各抒己见。由此，知乎形成了平等
说理的协商对话氛围，人身攻击、恶意带动节奏者
将引起其他成员的反感和谴责。因此，尽管在开放
注册之后，知乎也面临讨论质量下降的风险，但知
乎成员对理性的维护逐渐上升为集体意识，并不
存在广泛的谩骂、造谣、水军雇佣等现象，形成了
具有道德约束性的共同规范。
三、网络平台结构对理性／非理性话语的影响
从上可见，尽管都具有公共影响力强、议题丰
富、讨论量大等特点，但微博和知乎的理性文化客
观上存在一定差异。那么，应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呢？以往强调整体性的网络环境论、社会因素论和
个体因素论，对此都难以充分阐释，而需要通过中
观层次，即平台结构进行分析，按照前文的框架，
笔者从平台性质等五个结构要素方面进行比较。
（一）平台性质
新浪微博属于新浪公司的旗下产品。作为一
家民营网络公司，新浪进军微博的重要目标是营
利。这使得自诞生以来，微博就力图打造一种依托
资本市场的商业化模式，逐渐成熟而且仍在高速
发展。2014年，新浪微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2017年，新浪微博总营收达到77.13亿元，同比增长
76%，是2016年增速的近两倍，微博净利润则达到
27.14亿元。[28]从模式上看，新浪微博主要通过开通
会员、广告营销、捆绑销售分成等多种方式赚取利
润。可见，商业化已经成为微博最为核心的内在属
性，而这种商业化虽然带来了财务盈余，以及为部
分用户提供了便捷的消费体验，但其消极结果是
使得微博充斥着恶意营销、炒作和广告，对相关议
题的讨论容易受到资本利益集团以及他们所雇佣
的水军的“绑架”。一个经典案例是，赵薇拍摄有台
独分子戴立忍参与的电影，受到包括共青团在内
的诸多网友、机构的指责，然而共青团官博的文章
随后却遭到了新浪管理层的删除。尽管新浪迫于
众议随后恢复，但其根据商业利益干涉议题信息
的行为经常被诸多网友批评。
与新浪微博不同，知乎创始人周源的动机是
创设一个知识问答型社区，这使得知乎性质更具
有兴趣论坛和公益性色彩。这种定位亦使得知乎
的发展极为依赖第三方融资。尽管知乎后续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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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广告的出现，但其低商业化的特点使之对干
涉公共议题的恶意营销予以坚决禁止。例如在魏
则西事件的讨论中，知乎管理人员发现飞鸟冰河
等六个账号大V存在受百度公关雇佣、为之洗白的
嫌疑，就作出了永久封禁的强硬处罚决定。知乎不
愿看到大V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平台内容、
流量和舆论进行绑架，因此它极力捍卫用户在公
共讨论的自主性。
进一步看，两个平台的标语也能反映两者在
信息处理机制上的差异。新浪微博的标语是“随时
随地发现新鲜事儿”，这种定位折射出两点：（1）微
博侧重于建立信息的效率供给机制，信息的关注
度、及时性以及公众参与度是微博致力提升的指
标。为了获取“新鲜事”，它会优先考虑信息时效
性，一定程度牺牲信息质量，从而在与其他传媒的
竞争中获得先发优势。（2）微博关注的是事件行为
或事件过程（what），而非对事件成因进行分析
（why）。这两点相结合，意味着微博对信息传播的
投入较高，但对信息质量的核实和加工投入不足，
这使微博成为信息积聚和扩散的平台，但内容缺
乏深刻性。
与微博不同，知乎的标语相继为“向世界分享
你的知识、经验和见解”以及“发现更大的世界”。
这类定位不仅是对用户进行独立思考的鼓励，也
意味着对信息品质提出了要求，使用“分享”而非
“传播”“阐述”，则突出了主体间讨论的平等性和
开放性。相较于事件报道，知乎更侧重于事件剖
析，并希望这些讨论能帮助用户探索未知的领域。
因此，知乎的信息报道和议题开启速度通常晚于
微博，具有一定迟滞性，但与追求信息扩散不同，
知乎希望塑造一个平等的对话平台，为用户提供
深度加工的质量型信息。
综上可见，微博商业化程度高，同时把自己定
位为信息传播者，而知乎的非营利性程度较高，注
重信息品质。这种性质的定位差异影响了两者的
理性文化，并通过其他结构维度进一步体现。
（二）准入规则
从准入规则的历史演进上看，新浪微博和知
乎存在两点不同。首先，新浪微博一直实行对外开
放的注册制，进入门槛极低。尽管这种制度安排在
短时间内，使得微博成为国内最具代表性的公共
虚拟领域，但也埋下了内部治理的诸多隐患：（1）
原本在现实生活中接触较少的不同阶层、职业、地
域的社会群体，迅速地集聚在同一空间中。由于彼
此之间缺乏实践性的交往经验，同时微博又未提
供建立情感纽带和集体意识的象征仪式、活动，群
体间极易发生价值观念的对立，例如民粹主义（平
民和精英群体的对立）、地域歧视（南方人和北方
人、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对立）等等。（2）用户素质参
差不齐，部分用户缺乏对话语理性的基本认同，成
为理性规范的直接破坏者。（3）用户人数的指数型
增长，为监管治理增加了成本。这些因素综合起
来，使得微博被群体间的分裂（separation）、敌对
（animosity）和排斥（ostracism）所支配，[29]导致群体
整合的失败。
与微博不同，知乎在2011年建立之初实行圈
内邀请制，并要求公开真实身份，这使得知乎会员
人数较少、受教育程度高、信任资本高且具有非常
浓厚的精英色彩。在精英式环境下，知乎自发奠定
了理性讨论的良好环境，形成了以“知乎体”为核
心的交往惯习。尽管知乎自2013年开始对公众开
放，以注册制代替邀请制，但第一批核心用户的影
响、两年的实践积累已经奠定了相互尊重的文化
氛围，形成了对理性规范的高度认同。从新制度主
义视角来看，规范的明确将形成一定惯性，外来者
存在接受、改变和退出三种策略。其中，个体试图
挑战知乎规则面临巨大的风险。因此，人数增长不
仅未冲击原有规范，相反还形成了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即有意识地对既有理性规范进行适
应和学习。随着时间推移，挑战规范的成本会随着
既有人数的上升而逐渐升高。由此，知乎形成了循
环的正反馈机制（positive feedback mechanism），
理性规范逐渐成为惯习而获得内生稳定性。
其次，微博不仅对个人，也很早就允许商业组
织注册。如在2013年，微博就宣布与淘宝实现账号
互通，卖家可在新浪微博淘宝版直接发布商品。由
此，微博形成了诸多以营利为目标的利益集团。在
这种情况下，新的非理性类型——基于理性选择
的非理性行为开始在微博出现，即从工具理性的
视角看，用户散播谣言、极端言论等争议话语的目
的不是出自于认知或情感宣泄，而是作为手段使
用，为了吸引眼球、制造舆论、扩大粉丝数。例如，
北京尔玛公司的“秦火火”出于公关目的，通过微
博诋毁雷锋形象随后被北京警方逮捕，反映出诸
多微博用户的“商人”本性。
知乎则相当警惕外来组织和机构的渗透，在
很长时间内只允许个人注册。如图3所示，知乎直
到2016年才允许机构进驻，而且实行的是早已废
除的内部邀请制，机构数量极为有限。直到内部“试
点”了一年之后，知乎才在2017年9月宣布对外部
机构开放注册。由于担心营销化会降低知识水准，
知乎采取了审慎的改革轨迹，机构数量从无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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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6年），从少到多（2016—2017年），逐渐
增强自己的调控能力。通过渐进式吸纳和适应，知
乎较好保存了对理性规范的路径依赖，阻止了外
来商业文化的侵蚀。通过吸纳外来机构，它也获得
了更多用户资源以增加内容的多元性。
可见，案例比较表明准入规则的设计和平台
网络理性之间存在不同的作用逻辑。正如前述，对
准入规则的选择反映了不同的平台性质。由于新
浪公司的重要价值在于营利，它允许个人、组织低
门槛注册，通过扩大公共性来增加客户和市场，从
而增加自身的商业投资价值。然而，它缺乏或者说
忽视了群体整合以及交往规范的建构及维护。知
乎的非营利动机使之在初始阶段为了保障话语质
量，设置了较高准入门槛，随后的对外开放过程体
现出稳健性，从而保存了由精英开创的理性文化
的主导性，反而通过外部者的路径依赖不断自我
强化。
图3 微博和知乎准入原则的
比较及其对理性文化的影响路径
来源：作者自制。
（三）信息供给算法
任何虚拟平台都具有提供信息的功能，但信
息供给的后台算法规则会存在差异。这对网络理
性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微博的信息供给机制主要存在三种类型。一
种是推送商业性的广告。另一种是推送用户所关
注人的状态。以上两类主要在于吸引用户兴趣，与
用户间的公共交往关系较弱。最后一种方式是推
送社会热点舆论。微博设计了一个“热搜榜”，它是
由后台大数据处理显现的热点榜单。②通过这个栏
目，用户可以随时跟踪多数用户所关注的焦点议
题。不难看出，正是“热搜榜”的存在使得微博用户
能够迅速集结，对某一事件进行集体围观，产生
“滚雪球效应”（snowball effect），形成公共议题。
基于众数逻辑的微博热搜无疑空前扩大了公
共参与的广度，有利于网络集体舆论场域的形成，
但辨证来看，它实际上也造成了理性交往的困境。
在《代议制政府》中，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Mill）提
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人民统治是必要的，但人民
不应当直接管理事务而应当委托给少数人，因为
少数人具有“经验、知识和老练的智慧”。[30](P83)密尔
对民主的洞见亦可用以分析热搜榜所产生的技术
后果。和代议代表的层级制不同，热搜榜形塑了扩
大公共参与的直接民主机制。但问题在于，一方面
议题总是不断变化的，另一方面通常只有少数人
对议题存在专业程度的认知。如此一来，绝大多数
用户对于议题缺乏熟悉度，仅于博文所提供的有
限资讯，形成了所谓的“吃瓜群众”群体。由于内在
地缺乏知识积累，同时微博关注的是信息传播而
非品质，“吃瓜群众”就难以采取说理论证的方式，
而只能在有限认知的条件下，借助谴责、讽刺、辱
骂等情绪态度表达观点。比如在江歌案中，许多用
户不了解日本法律，指责日本政府何以不判陈世
峰死刑，这使得江歌事件意外地蒙上了一层民族
主义色彩。个体知识的匮乏也可以解释，何以情绪
言论在微博议题中经常获得较多点赞数。因此，热
搜榜的信息供给实际上“强迫”着用户参与他们比
较陌生的议题，暴露了直接参与式民主的软肋。理
性话语的失语部分是由于微博盲目追求议题公共
性、信息碎片化的客观结果，导致外行的“吃瓜群
众”主导着议题。
知乎的信息供给算法则不依赖于总体性的大
数据，而是基于微观的个体数据。也就是说，知乎
后台并不依据用户总浏览量、搜索量推送信息，而
是根据用户的专业、技能、兴趣爱好等个人信息提
供相关话题。例如，如果用户对公共管理感兴趣，
那么它就主要推送公共管理类的话题。基于个体
性的信息供给算法意味着，知乎会牺牲特定议题
的参与度，但用户对参与话题往往投入时间较多，
有着比较成熟的理解和一定知识资本，防止了信
息碎片化，进而产生高质量的公共讨论。同时，知
乎也反对推送商业性广告，信息内容质量越高、专
业性越强，它就越可能成为推送的内容。由此，通
过信息供给机制，知乎以领域议题为单位，在内行
和外行人士之间做出了空间隔阂，避免了话题被
“外行的多数人”控制的风险，而是使得内行人士
的专业信息能够有效引导外行人士参与，促进高
品质知识的传播。
（四）话语表达和交流结构
虚拟平台的沟通需要通过各种符号完成，而
符号资源、形式和交流关系都需要由平台组织。亚
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成功的交流说服可以分
为以下三种形式：人格诉求、情感诉求和以逻辑三
段论为代表的理性诉求。[31](P338)这一类型学为分析
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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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话语互动提供了良好的参照系。
微博的话语传播无疑具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情感诉求的特质，即它是通过“情感表达－情绪感
染-形成共意”的路径完成的。在结构层次，微博的
以下特征塑造了情感诉求的主导性：（1）重视表情
包的使用。微博为用户提供了大量表情包，也支持
导入微信等其他平台的表情包，营造了丰富的表
情文化。表情符号的广泛使用虽然有利于表达人
们的态度，丰富了虚拟生活的趣味性，但作为一种
互动形式，它对于语言的部分替代功能对理性有
一定损害作用：首先，表情符号成为主体意志宣泄
的媒介，塑造了一种情感化政治，为网络抗争而非
相互理解提供资源，正如有学者指出，表情的使用
造就了一种“图像狂欢共同体”，使主体获得感官
快感和话语权力。[32]其次，表情符号在价值判断上
多具有极端性，即在喜爱与厌恶、认同与排斥等层
面，表情具有夸张性表达的特点，从而为极化对立
提供符号资源。最后，表情符号具有意义上的不确
定性，它能够在不同语境使用，对接不同概念所
指，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主体意图，从而损害意义传
达的完整性，造成语义的误解。（2）微博降低了文
本交流的效率。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微博为博文
设定了140字的数字限制。③这使得“短评”成为微
博话语的主要成分。由于成熟的说理需要由前提、
论点和论据三部分组成，字数限制使得说理体系
遭到了制度性切割。在失去前提和论据的支持下，
单薄的论点不利于主体对他者真实话语意义的理
解，经常成为争论的导火索。
知乎的话语表达结构则较为有利理性论证的
实现。一方面，知乎未提供表情包资源，使得传统
的文本内容及其意义解读成为话语互动的核心。
另一方面，知乎没有字数限制，“长评”和“文章”成
为知乎文本的主要生产类型。表情式互动的匮乏
使得知乎的议题回复数量、频率明显少于微博，但
长而精的评述有利于维持说理体系的完整性，使
用户形成良好的阅读和思维惯习。一项分析报告
显示，知乎用户的回答越长，所获赞同数就越多。[33]
在话语交流结构上，微博和知乎的另一关键
差异体现为理性精英的地位。理性精英，以专业人
士、教授学者为代表，凭借丰富知识储备，是理性
话语的主要生产者和理性规范的维护者。然而，尽
管通过微博认证的理性精英众多，但他们多以原
子式的方式而存在，精英之间、精英和公众之间并
未形成制度化的网络关系，仅与自己的粉丝存在
对话关系。作为一个群体，他们难以成为布迪厄所梦
想的集体型知识分子（collective intellectuals），[34]
即通过团结行动来集体引导公共政治议题，影响
力有限。取代了专业理性精英作用的，则往往是诉
诸情感、自下而上的草根意见领袖。而在知乎中，
理性精英和普通用户的对话关系则被制度化地组
织起来。通过设置“知乎圆桌”，知乎为行业专家之
间的对话提供了平台，同时为普通用户与专家接
触提供了媒介。知乎后续推出的 Live“大人物”栏
目，则通过语音方式使得用户能够和李彦宏等业
界精英大牛问答交流。这些栏目的设置，使得理性
精英在知乎中承担着重要的启蒙功能，有力地传
播了智识阶层的观念。
（五）后台监管方式
用户话语一经生产必然受到后台监控。尽管
在微博社区规范以及微博举报条款中，明确禁止
散播垃圾营销、不实信息、人身攻击、淫秽色情等
言论，但微博至今仍普遍存在着上述话语，原因在
于：（1）借助新浪推广栏目，微博自身就在从事营
销活动，难以全面取缔，“垃圾营销”等概念实质是
极为模糊的界定，它并未给用户提供一个清晰的
判断标准。（2）由于上述四个结构维度的作用，非
理性表达已经发展为很多用户的交流惯习，纯粹
依靠监管面临巨大成本。更重要的是，惩罚不利于
议题扩散和增加用户活跃度，这是追求流量和信
息集聚效应的微博不愿看到的。因此，微博转移了
监管重心，在内容上侧重于政治、社会敏感性议题
（回应国家政府要求），在监管对象上则侧重有众
多粉丝、影响力的知名大V，而“默许”了大量用户
非理性话语的存在，未设置相应算法进行处理。任
志强、北大教授贺卫方的账户因其争议性言论被
长期封禁，但平民的道德暴力现象始终未被有效
遏止。由此，微博步入了“惩治非理性－高成本低
收益－放弃惩治－非理性加剧”的监管困境。
知乎的监管则起到了较好治理效果。一方面，
由于知乎维持了较好自主性，监管对象包括所有
用户和机构，规则具有公平性，从而可以对非理性
话语采取“零容忍”的监管姿态。另一方面，由于理
性规范得到了高度认同，因此作为强制手段的监
管仅仅需要针对个别用户，治理成本较低、效率较
高。如此一来，监管就成为知乎维护规范、净化平
台环境的有效辅助手段。
综合上述，通过微博和知乎的案例比较，笔者
论证了平台结构与网络理性之间的隐喻式关系
（详见表1）。借助结构分析，可以解释为何都拥有
诸多用户和讨论议题，但微博和知乎发展出不同
的理性文化。在五种结构中，平台性质最为深层和
核心，对其他结构的形成产生着关键影响。由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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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构成的平台整体，则形成了理性／非理性的拟
态环境，这为认识网络理性的产生及培育提供了
新的洞见。
四、结论
网络理性是网络公共空间良好运作的基础，
它的形成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有别于网络整体环
境论、社会因素论以及个人因素论，本文提出了分
析网络理性的第四种路径，即立足于中观层次的
平台结构视角。通过以微博和知乎为对象的比较
研究，文章证明了结构分析的可行与有效性。这不
仅可以解释网络理性的差异分布性问题，也为网
络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平台结构对网络理性的塑造
从理论阐释上看，本文认为网络非理性不能
被单纯地理解为个体或群体道德失范现象，它亦
是技术设计的客观产物，技术对于理性价值并非
中立。作为基础变量，结构对非理性话语存在影
响。归根结底，这是因为网络和现实公共领域的本
质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人造物，并非自然性地演
变。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纯粹价值中立的网络平
台（也包括作为整体的网络自身）。通过案例分析，
笔者认为在形式上，平台结构对网络理性的作用
路径可归纳为以下方面：（1）平台性质与理性价值
是否在目标上基本一致。（2）平台所吸纳的用户群
体的数量、速率和群体特征。（3）平台是否有效整
合用户，提供具有约束性的交往规范。（4）平台是
如何生产并使用户参与到公
共议题的。（5）平台的符号表
达资源是否有利于理性讨
论。（6）理性精英在平台互动
中的位置及功能。（7）平台的
信息监管机制是否有效做到
了对非理性话语的控制。这
些作用路径也揭示出，在网
络公共领域中，理性与其他
价值，例如议题参与度、自由
表达、平等话语权之间并非
必然是兼容和相互促进的，
这些价值与协商（形式理
性）、智识（实质理性）之间存
在一定张力。当然，对于网民
而言，上述结构路径的影响
主要是潜移默化的。
（二）基于平台结构的网
络治理路径
从现实价值上看，结构
视角也可以帮助我们反思网络治理的路径。当下
学界对网络非理性现象的对策研究或着眼于探讨
模式、原则等基础性层面，[35]或停留于倡导实名制、
加大监管力度、培育公民道德等政策建议。中观结
构层面则可以使我们设想一种基于技术导向的治
理思路，即通过改变平台资源、规则来推动网络生
态建设，以促进公共理性的培育。换言之，如果政
治制度设计能够防止专制暴君的出现，那么平台
的结构调整虽不能禁绝，但也可以减少网络暴民
的出现频率。据此，笔者添加了网络治理的中观维
度，提出一个从宏观到微观、囊括现实和虚拟社会
多重维度的网络理性治理体系（见表2）。
其中，中观层次的治理目的是为网络话语提
供良好的平台环境。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文所建
构的结构分析框架具有普遍性，可以用来对其他
平台进行分析，但治理策略依然需要根据平台自
身所体现出的特征而决定。在现存的所有公共平
台中，最具代表和影响力的无疑是本文中的新浪
微博，不妨以之为例。如上所述，微博兼具市场和
公共领域的二元性，这种二元特征一方面使之积
极维护用户表达和参与权，使得新媒体背景下的
公共生活充满活力和能动性，但另一方面也体现
出一定无序性，直接或间接促生了大量非理性行
为。然而，我们依然可以设想通过结构路径尽量改
善微博的公共理性状况。例如，微博应当建立一个
与公共议题同步的、面向大众的知识供给机制（或
表1 新浪微博和知乎结构特征以及平台文化的差异
结构维度 指标 微博 知乎
平台性质
商业化 强 弱
平台信息定位 数量、及时性、影响力 内容质量
准入规则
准入规则模式 注册制（个体、组织） 从邀请制过渡到注册制
组织机构数量 多 少
信息供给算法
后台数据算法 总体性大数据 个体微观数据
信息供给类型 社会热点舆论 个体专业和兴趣领域
话语表达和交流
话语文本类型 短评 长评、文章
表情包资源 丰富且不断再生产 基本缺失
理性精英地位 个体化、原子式 制度化组织
理性精英影响 弱 强
后台监管
监管对象 按影响力排序（知名人士） 所有用户和机构
监管成本 高 低
平台理性程度
非理性用户数 多 少
非理性话语 密集 稀少
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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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知识专栏），而不限于对事件本身的资讯式报
道，从而在医疗、食品安全、犯罪等公共事件发生
时，为网民提供客观的背景知识和专业分析，避免
其成为情绪感染的“乌合之众”，提高公共参与能
力。同时，微博的强商业性也说明仅仅依靠平台的
自主治理是理想化和困难的，存在“市场失灵”的
风险，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最近的一个事件有力
印证了这点。在2018年2月，北京依法责令新浪微
博等6家网站限期整改，要求其整顿低俗媚俗等违
规内容、加强用户管理。[36]在此，结构分析能够为理
解平台自主治理的绩效提供一种内部视角。
最后，结构路径也有助于为网络协商民主的
实现提供新的思考点。网络协商民主不仅依赖各
主体要素的多方参与，它也需要有效的运行整合、
激励、控制和保障机制。[37]显然，一个理想的虚拟平
台是必要的。结构分析则能为如何设计、调整虚拟
平台的具体规则和运行模式提供诸多帮助。比如，
为了防止民粹化，可以在保障个体话语权的基础
之上，为理性精英提供专门的话语空间场域，使他
们不仅可以和政府协商，也能够与网民互动，进而
在公共讨论中发挥建设式作用，变“网民－意见领
袖－政府”的关系格局为“网民－意见领袖－政
府－专家”的多方参与，提高公共协商质量。
本文的不足主要有两点。第一，在结构框架
上，本文并未排除其他结构维度的存在。换言之，
可能存在与网络理性紧密相关但为本文所忽视的
功能维度。第二，本文仅论证了平台结构与网络理
性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未说明平台结构与影响网
络理性的其它因素是如何互动的。比如，结构因素
在多大程度能影响、改变个体道德意识，依然值得
商榷。这也意味着，改善结构条件仅仅是提高网络
理性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网络理性生成的复杂
性依然值得后续研究进行探讨。
注释：
①“乌合之众”描述的是个人
与群体的关系，指一旦人们加入
某个蛊惑性群体，行为就向情绪
化、偏激方向发展。“沉默的螺旋”
是指人们在表达自己观点时，如
果看到赞同的观点受到欢迎就会
积极参与，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
或很少有人理会时，即使自己赞
同它，也会保持沉默。“群体极化”
是指团队成员一开始即有某种偏
向，在商议之后，人们朝偏向的方
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
点。可分别参考勒庞《乌合之众》、诺依曼《沉默的螺旋》、
桑斯坦《网络共和国》。
②当然，新浪管理人员可以对数据结果进行人为
更改，例如设置算法阻止用户对相关信息的搜索，或者
提高某个娱乐明星的搜索量以让更多人关注。
③在2016年，微博全面废除这一规定。但发布和浏
览字数较短的微博已经使用户形成了一定的“路径依
赖”，仍然成为微博主要的话语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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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层次 治理主体 治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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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道德教育、缓解社会矛盾、核心价值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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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加入中观层次的网络理性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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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erformance Appraises’Strategic Response in Public Sector: Typology，Influence Factor and
Empirical Research
Liu Zhangli Wu Jiann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Xi '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
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n the public sector，the strategic response of the
performance appraises is a common management phenomenon，which is gradually paid attention by the scholar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on the forms，typology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public sector performance
appraises’ strategic response. It is found that the understanding and analysis of the strategic response are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There is a lot of roo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ual operation and measurement，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 theory and the empirical test of the relevant hypothesis.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strategic
response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this paper summarizes it into two types and proposes a influence factor model consist of
three dimensions including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akeholders.
Future research can be carried out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strategic response concept，the integr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basis，the empirical tes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nsequences to advance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opic.
Key words : Strategic response；Performance Measurement；Public sector；Institutionalism
（7）
“Balance Doctrine”: The Current Phenomenon and Logic by Grassroots Law Enforcement
——A Case Study of Chengguan to Enforce the Law
Liu sh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193）
Abstract：Discussion on the social governance "Balance doctrine" phenomenon connotation，path and logic．Through case
studies，it pointed out that the law enforcement departments in the enforcement process，due to the structural position of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the existing policy，institutional and socio-cultural factors，grassroots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for
rational considerations，strict enforcement is not always stiff. But depending on the circumstances related by interest
demands a balance between groups，mediate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ultimately both aim to complete the task
without accident．"Balance doctrine" governance policies，although in a short while to reach the masses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purposes，but also brought a series of adverse consequences．Therefore，the State
should be to improve the basic law by the rule of law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norms，enhance the level of social
governance.
Key words：Balance；Social Governance；Grassroots law enforcement；Chengguan
（8）
How Platform Structure Influences Rational Behaviors on the Interne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rom the Meso Level
Deng L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Xiamen University，Xiamen Fujian 361000）
Abstract: Internet rationality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here in cyberspace，and it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network governance. The explanatory studies of internet rationality are concentrated on the following factors:
network environment，social environment and personal morality，which are all difficult to explain the different distribution of
network rationality among cyberspace. This paper holds the view that the real field where discourses are produced is
specific platform，and divides the platform structure into five dimensions: the nature of the platform，access rules，information
supply mechanism，expression and communication rules，backstage regulation principle. By comparing Sina Microblog and
Zhihu website，we found that these structural dimensio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rational / irrational discourse.
Structural analysis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expla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ternet rationality，but also put forward some new
ideas.
Key words: Structure；Network Governance；Rationality
（9）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Peng Yingying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Abstract: Construction of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social governance can effectively measure the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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